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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世纪60年代，R a c h e l 

Carson承担了界定环境健

康法规的任务，使政府的

监管工作比较简单而直接。“现在，

许多我们所需要的知识都唾手可

得，但我们就是不用它。”1962年，

在她所著的书《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中，她写道：“我们在大学

培训生态学家，甚至聘用他们到政

府机构工作，但是，我们很少采用他

们的建议。我们任凭化学有害物质

从天而降，似乎没有其他选择，其实

我们有很多选择。如果有可能的话，

凭我们的聪明才智，我们还能很快找

外行看门道

了解科学
在法规中的作用

出更多的解决办法。”

对各级政府能够大力号召科学

领域的专家们帮助构建一个从最基

层的市政管辖区延伸到全球经济的

庞大法规体系，Carson感到赞叹。然

而，这个预防和保护新局面的出现，

既非有条不紊，也非始终如一。科

学界收集了大量关于人类健康的潜

在风险的数据，但是对这些数据的

解释过程—最终体现在政策的制定

中—常常严重受到政治因素、环境

甚至文化利益的左右，导致解释过

程在各种风险之间以及各管辖区域

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

环境政策·外行看门道：了解科学在法规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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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上述原因，对任何法规的讨论结

果难以预料，甚至是完全让人失望的。某

种物质在一个地方可能会被标注为有毒性

危险，然而在另一个地方却会被毫无疑问

地接受，即使各个政策的制定者们所采用

的数据完全相同。这种现象可能会使许多

有见解的、热心的观察家们感到迷惑，因

为他们相信明确的科学发现应该产生同样

明确的结论。

Daniel Sarewitz回忆1989年他作为国会

科学委员会委员的那些日子，他说：“在

到了华盛顿特区后，这种想法被打破。当

你是学术机构的科学家时，你所看到的是

科学家们对难题进行辩论，并试图找出真

相。但是当你在国会时，你会意识到，真正

的问题是，这些难题不仅在科学上、而且

在价值观上都是十分复杂的。这就有可能

会给任何一个复杂的问题戴上很多不同的

科学‘眼镜’—对数据的解释、选择性地

使用数据和理论。不要感到吃惊，这些选

择的结果最终是与价值观倾向与政治倾向

相契合的。”

如今，Sarewitz是“科学、政策与效果

联盟”的主任，用这一机构自己的话说，

它是为了谋求提高公共政策的能力，以把

科学研究和有益的社会效果结合在一起。

但是Sarewitz说，在把这些观念推向开放

的公众讨论时，联盟遇到了一些抵触。

这个问题正如他在《环境科学与政策》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2004年10

月刊中的一篇文章中所描述的，根植于提

倡者和反对者对任何一种法规都怀有的共

同期望，即借助科学去谋取他们各自的利

益。前者会坚持说，现在的知识能保证我

们做成一些事；而后者会指出同样一些知

识中的不确定性，认为它只会帮助我们做

很少的事，甚至一事无成。

一个佐证

最近关于双酚A（BPA）的例子证明了

法规评审程序比以前更复杂、更微妙。这

种有机物是许多广泛使用的聚合物中的构

架材料，这些聚合物包括用在食物罐内部

的保护性涂层和用于制造类如婴儿奶瓶的

饮料容器的塑料。从它在50多年前进入到

商业应用以来，北美和欧洲的一些机构一

直定期地考察这种产品潜在健康影响。

虽然各种动物模型引起对一些特性

风险的疑问，如改变大鼠的激素平衡，管

理者们一般认为对人类的任何影响都很

小，不足以产生可能测量的结果。然而，

加拿大在2008年打破了这种国际共识，根

据1999年加拿大环境保护法案（CEPA），

BPA被列为有毒物。CEPA是加拿大两个关

键的联邦部门——环境部和卫生部工作的

法典。卫生部长Tony Clement在他正式的

政府工作声明中指出：“我们已经确认早

期发育对双酚A的影响易感。虽然我们的科

学研究结果表明新生儿和婴儿的暴露水平

低于引起不良作用的水平，我们仍认为应

该防患于未然。因此，如果在公众征求意

见期没有新的、相关的和有说服力的信息

出现，我们将禁止聚碳酸脂婴儿奶瓶的进

口、销售和对其做广告。”

同时，在2006年，欧洲食品安全局

（EFSA），欧盟下的一个独立的风险评估

机构，对BPA做出了自己的评估。它得出的

结论是，一般人群对这种化学物的暴露水

平显著低于每日耐受摄入量（TDI），或每

日能够耐受的、不引起副作用的最高剂量。

其中的TDI是根据几个在大鼠身上做的毒

理学研究的结果确定的，这些研究共同得

出了一个特定的“未观察到副作用的水平

（NOAEL）”，或没有看到副作用的最高

剂量。

在2008年7月，EFSA重新检验了BPA的

安全性，主要观察新生儿和成人（既有人

也有大鼠）之间在BPA排出体外上可能存

在的差异。EFSA的专家组认为，新生儿有

足够的能力把BPA排出体外，而且，因为代

谢上的差异，大鼠暴露于BPA的水平要比

人类高。在加拿大宣布BPA有毒不久之前，

EFSA做出了一个公众声明，坚持认为现有

的大量BPA数据尚不能使它有理由采取类

似的行动。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特地参

考了EFSA的观察结果和日本国立高级工业

科学和技术研究所的一个类似的报告，得

出了对BPA安全性的结论。该机构在2008

年春季发布的一个声明中说，“在这些报

告中，每一个都考虑到了低剂量可能造成

大部分人在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一种化学物质在加拿大是有毒的，而在美国却是无毒

的，反之亦然。”简单的回答就是，尽管每一个国家都是遵循着同样的科学方法和原则，

但是各自的立法过程不同。”

-George Enei

加拿大环境部科学和风险评估理事会

这就有可能会给任何一个复杂的问题戴上很多的不同科学‘眼镜’—对数据的解释、选择

性地使用数据和理论。不要感到吃惊，这些选择的结果最终是与价值观倾向与政治倾向

相契合的。

-Daniel Sarewitz

科学、政策与结果联盟

环境政策·外行看门道：了解科学在法规中的作用

16 《环境与健康展望》2009年6月刊·VOLUME 117 / NUMBER 2C



的影响这个问题，结论认为在目前的暴露

水平下，尚不存在BPA造成的人类健康风

险。”FDA在2008年8月15日发布了一个评

估草案，宣布BPA是安全的；但是，到了

10月份，FDA科学委员会下的一个分委会

发布了一份报告，对该机构的结论提出了

挑战，该报告认为FDA的评估中所界定的

安全界限是不充分的。

作为美国化学委员会的代表，Steven 

Hentges在10月31日举行的一次委员会的会

议上不同意FDA的结论。他说：“在这个报

告中的决定性结论以及其他类似的声明，

似乎没有建立在一个完善和深思熟虑的科

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特别是没有按照分委

会所推荐的分析方法。”

底线是什么？

对于一个家长来说，他仅仅想知道孩

子的奶瓶究竟有没有害，在他看来，围绕

着BPA的争论可能有些无法理解。而对加

拿大环境部的科学和风险评估理事会代理

主任George Enei来说，这一问题源于一个

更大的官僚政治背景。他说：“大部分人在

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一种化学物质在

加拿大是有毒的，而在美国却是无毒的，

反之亦然。’简单的回答就是，尽管每一个

国家都是遵循着同样的科学方法和原则，

但是各自的立法过程不同。”

Enei解释说，美国是综合了各种环境健

康评估和管理方法，而加拿大是按照CEPA

把这些方法分成了三个步骤。他说：“我们

会进行一次风险评估，该评估把确定一种

物质是否有害、或对人类或环境可能造成

潜在的损害的所有可以利用的科学信息整

合起来。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种物质就

会被加入有毒物质目录。一旦这一物质在

这个目录中，我们会按照CEPA列出的各种

选择去管理已经有明确评价结论的风险。

这些选择包括污染预防方案、管理，或在

一些极端的情况下，清除在加拿大使用的

或被带入加拿大的有毒物质。”

Enei赞扬加拿大利用它的化学品管理

方案对这一行动进一步深化，领导国际社

会对不少于23000种有可能对环境和人类

健康造成某种威胁的化学物进行了全面的

分类。自从2006年这一行动启动以来，美

国和欧盟也跟随采取的类似的项目：美国

环境保护署（EPA）化学品评价和管理项

目（ChAMP）和欧洲委员会的化学物质注

册、评价、授权和限制系统。这三个项目都

有同样的远大目标，即对成千上万的新旧

化学物质进行管理。

化学品管理方案挑出了200种化学物，作

为“工业界的挑战”，意味着这些化学物被

插上了“最有可能造成环境和/或健康问题”

的标志，BPA已被列入其中之一。这些化学

物的生产者将首先被问及如何对这些物质进

行处理。而且，在CEPA的条款下，结合证据

权重和预警手段的筛查性评估将对信息的

科学性进行检验并建立最终的结论。

Barbara McElgunn，加拿大学习障碍协

会的健康政策官员，已经对围绕着BPA和

发育神经毒性的科学发现进行了多年的检

验。她说：“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第一次加

拿大真正在化学品管理方面起到了领头羊

的作用。”她指出，加拿大的所有管理政策

常常是滞后于美国已经做出的一些决策。

她补充道，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发生在

BPA身上，但是化学品管理方案似乎为加

拿大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增添了动力。通过

建立一个超越现有政府部门授权的崭新时

间表，这一新的项目努力把至少一个长期

的争论推上了前台。

“核心问题 是公 共 政策的关 注”，

McElgunn说：“当你引起公共政策关注

时，立法者才会采取行动。如果没有公众

的关注，而只有科学家关注，很不幸，那就

是另一码事了。”

复杂性和利益冲突

渥太华Carleton大学的政治学家Peter 

And rée认为，不管政府的行动者们如何

尊重有关的科学证据，他们会把科学证

据以外的因素考虑到他们的决策中。这

一点反映在对官僚机构在重组牛生长激

素（rbST，也称为rbGH）态度上的矛盾。

r bST是一种人造的牛垂体腺产生的蛋白

质，能提高牛奶产量。

美国F D A在1993年批准在全国使用

rbST，然而加拿大卫生部在1999年最终禁

止了它的使用，尽管一个独立的评议小组

发现“没有可接受的生物学理由表明在加

大部分人在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一种化学物质在加拿大是有毒的，而在美国却是无毒

的，反之亦然。”简单的回答就是，尽管每一个国家都是遵循着同样的科学方法和原则，

但是各自的立法过程不同。”

-George Enei

加拿大环境部科学和风险评估理事会

这就有可能会给任何一个复杂的问题戴上很多的不同科学‘眼镜’—对数据的解释、选择

性地使用数据和理论。不要感到吃惊，这些选择的结果最终是与价值观倾向与政治倾向

相契合的。

-Daniel Sarewitz

科学、政策与结果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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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大批准销售rbST可能会引起对人类安全

的关注。”评议小组唯一的限制性说明是

在大鼠中进行的一个口服毒性研究，该研

究导致一个受试动物在低剂量下产生一种

抗体反应。

F D A 在 1 9 9 9 年《食 品 和 药 品 管 理

局 对 重 组 牛 生 长 激 素 安 全 性 的 回 顾

报告》（Report on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s Review of the Safety of 

Recombinant Bovine Somatotropin）中写

到，“这一反应与一些食物蛋白所产生的

反应相一致，不一定表明是因为吸收了完

整的rbGH。虽然把rbGH注射入大鼠体内会

产生明显的生物学作用，这一研究支持口

服rbGH没有能力引起明显的生物学作用，

即使在口服剂量是注射剂量50倍的情况

下。”FDA认为“加拿大的评议者们没有正

确地解释研究的结果，而且对用了rbGH的

奶牛所产生的牛奶的安全性没有新的科学

关注。”

A n d rée对这种角色互换有不同的认

识。他说，“我倾向于要首先从政治经济学

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他特别指出了两个

国家乳品产业的明显差异。他说，美国的乳

品生产者是以公司为中心，具有更大的规

模，对于从相同数量的奶牛身上得到更多

的牛奶，他们乐见其成。而在加拿大，人们

却怀有相反的情绪，在那里，更多的生产

厂家是由家庭经营的。

Andrée 解释说，“那里有一整套的

管理体系，使得奶牛场保持较小且合理规

模，同时还能盈利。”他补充道，这些生产

厂家希望游说加拿大政府限制rbST，得以

在一个受保护的市场里维持现有的牛奶产

量。由此可见，任何禁令都会受到某些有

组织的政治选民的欢迎，只要这种禁令能

让政府行政官司员表明他们是支持公众健

康，而不管科学证据表明只有很少甚至没

有风险。

巴塞罗纳的环境流行病研究中心的流

行病学家Manolis Kogevinas说，一旦某种风

险被真正证实了，对付诸行动的需求就会

很迫切，即使人们对这种风险的属性还没

有充分了解。在欧洲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在那里，牛海绵状脑病（BSE）的影响仍然

在持续。当成千上万的动物被诊断患的这

种疾病时，政客们起初是在为肉制品的安

全性辩护，他们信誓旦旦地保证，目前最

好的科学证据已经表明这种情况不会影响

到人类健康。然而，随着进一步的调查显

示，BSE是由一种奇特的、被称为朊病毒的

错误折叠蛋白造成的，政客中的许多人不

得不表现出一副关心共众的面孔，承认可

能会影响人类的健康。

Kogevinas说，毫无疑问，BSE的经验

帮助欧洲确立了环境健康管理的前景。特

别是欧盟的法律制定者们采用了一种批评

的姿态，宣布一些与食品和药品生产过程

中使用基因改造生物（GMOs）有关的声

明。1998年，这种不断蔓延的怀疑态度几乎

伤害了瑞士的经济支柱，在那里，选民们

支持在国内进行的所有对植物和动物的研

究，但基因研究除外。这次公民投票的失

败对于瑞士的药业巨头，例如诺华和豪夫

迈?罗氏，无疑是个好消息。因为他们的产

品严重依赖于这类研究。如果这项法案得

以通过，这种工作和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就

会流失到其他地方，会严重损害瑞士的经

济支柱。

但是1998年这一决定的影响并没有就

此停息。在2005年，另一次公民投票成功地

对瑞士在农业中使用GMO设置了一个5年

的中止期限。虽然这个最新的决定对实验

工作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类似瑞士生物

科技协会和瑞士商业协会这样的组织已经

对此表示担忧，认为这种立法上的调整会

限制研究人员的自由，会让世界其他国家

对瑞士的科学活动产生不友好的印象。

Kogevinas总结到，在北美就没有围绕

GMOs的抗议呼声。他认为这种差别反映出

在公共参与特性上一个更本质的差异，尤

其是行政过程执行方式上的差异。他说：

“在北美，你可以通过更有组织、更透明的

体制与公共机构、组织和社区进行沟通。

在欧洲，我们没有这样的传统。”事实上，

新的规则已经打开了欧盟法规评议委员会

会议的大门，在这以前，公众很难甚至根

本无门而入。

尽管如此，Kogevinas说，由于许多科学

工作者被长期排除在这一活动之外，他们

当某些问题实际上是政治方面的问题时，政府问的却好象它们是科学问题似的。有时，我

们会把事情弄混淆，并试图完全按照科学的原则去回答这些政治问题。

-Manolis Kogevinas

环境流行病学研究中心

核心问题是公共政策的关注。当你引起公共政策关注时，立法者才会采取行动。如果没有

公众的关注，而只有科学家关注，很不幸，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Barbara McElgunn

加拿大学习障碍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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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立公共政策已经没有兴趣，除非是出

于技术上的需要。对这种不积极的态度，

政策制定者可以在策略中作相应的调整。

他在西班牙强烈反对批准市立垃圾焚烧炉

（是二 英释放的潜在来源）的方案时所

看到的那样。

他解释说，“当某些问题实际上是政治

方面的问题时，政府问的却好象它们是科

学问题似的。有时，我们会把事情弄混淆，

并试图完全按照科学的原则去回答这些政

治问题。”他说，真正的问题不是二 英排

放是否应该被限制在0.1 ng/m3或其他某个

值。他说：“而是‘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些垃

圾’？我们是否需要以建立某个焚烧炉或

很多焚烧炉来减少废弃物。”

预警原则

同样的困惑也出现在美国的一些讨论

中，不管讨论的对象是焚烧炉、干细胞还是

GMOs。然而，常常使美国做出与欧洲相区

别的结论的是被称为“预警原则”的宗旨。

预 警 原 则 换 句 话 说 就 是“ 未 雨 绸

缪”——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在政府的

法规实践中执行。到20世纪90年代，一些

类似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的重大事件开始

考虑采用法律的手段。在1998年，科学和

环境健康网络在威斯康星州约翰逊基金会

Wingspread会议中心召集了一个国际性的科

学家、哲学家、律师和环保人士的聚会，对

这一原则做出了一个简明的定义：“当一种

行为对环境或人类健康产生有害威胁时，

应该采取预警措施，即使在还没有充分建

立科学的因果关系时。”

欧盟的成员国随之跟进，在两年之内，

他们在欧盟的环境法规中采用了相似的声

明作为欧盟环境法规的基础。其结果是，

对任何制造商试图获准把一种产品推向市

场之前，给其做了相当于“在证明无罪之

前假定有罪”的司法裁决，强制性地要求

将保护公众免受潜在的危害置于商业利益

之上。

John Bucher说，这一要求在很大程度

上考虑到了欧洲在行政管理上与美国存在

的差距。John Bucher是美国国家毒理学项

目（NTP）的副主任，该项目是位于美国环

境卫生科学研究院的一个多机构的毒理学

和测试项目。他说：“美国的体系是按照政

府有责任提供信息，或利用产业提供的信

息和按其行动这一假设而发展起来的，这

些信息会提示某种化学物质不能用作商业

用途。”换句话说，实行预警不是以商业利

益作为前提，政府是根据具体情况对风险

和危险进行定义的。

Bucher提示说，虽然法规机构对各种物

质的危险性进行的评价都是统一和公平的，

但是它们对那些有突出政治或社会影响的

案例会给予更多关注。他和他在NTP的同

事都不能左右这种倾向性，因为他们没有

立法机构的授权，不能把定义和评价风险

作为他们的观察报告的一部分。他说：“因

此，我们必须用这样的措辞，即我们是否对

人群中正在经受的某种水平的暴露表示关

注。但是，我们会通过我们的项目选择一些

物质进行评估⋯⋯我们认为这些项目会为

立法机构的考量提供合理的根据。”

美国的预警方法在2001年受到附加在

国会支出法案上的一条温和条款的阻碍—

这项条款是没有官方名称的两句话，人们

将其称之为信息质量法令和数据质量法

令。这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法规，却引起

了要求联邦机构要把支持立法活动的信息

的“质量、客观性、实用性和完整性”进行

最优化的争议。

批评者们指出，这一条款会被公司钻

空子以阻拦对它们的产品实行的限制。

在2005年出版的《共和党人向科学宣战》

（The Republican War on Science）一书的

作者Chris Mooney看来，这种行动表示了

“史无前例的、棘手的过程，政府机构必须

在此过程中圆满答复对数据、研究以及对

他们向公众发布的报告的抱怨。这正好满

足了那些滥用科学的人的希望。”

另一方面，在2003年，当EPA认为除虫

剂莠去津有干扰内分泌的潜在危险性时，

数据质量法令被引用以阐明试验的方法，

对该试验方法的争论是，所发现的莠去津

的影响是来自于对青蛙的观察。法规效率

中心（CRE）的成员在2004年1月刊的EHP

上发表的回覆中辩解道：“在一本同行评

议的科学杂志中发表的研究论文并不意味

着这项研究已经被科学界认为是有效的，

当某些问题实际上是政治方面的问题时，政府问的却好象它们是科学问题似的。有时，我

们会把事情弄混淆，并试图完全按照科学的原则去回答这些政治问题。

-Manolis Kogevinas

环境流行病学研究中心

核心问题是公共政策的关注。当你引起公共政策关注时，立法者才会采取行动。如果没有

公众的关注，而只有科学家关注，很不幸，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Barbara McElgunn

加拿大学习障碍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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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意味着对立法是可靠的。”CRE自认

为监督人，支持引入立法是作为“刹车”去

应对过于热心地拥护那些不成熟的或不完

整的研究发现。

尽管如此，预警原则并没有全然从美

国的法规制定中消失。在2000年，FDA向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递交了一份关于它的

全国性食品安全体系的报告，完整的报告

中有一个附件，描述了预警在这一体系中

所起的作用。这份文件概述了各种调整因

素，这些因素应该在某些场合予以考虑，

例如在受试人群中敏感的亚组、从短期研

究数据外推以评价慢性效果、从动物数据

外推到用于人类，以及一个人群中的各种

变异，如年龄和性别。

不过，强制执行预警会引起新的挑战，

科学家们尚不知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2009年初，欧洲议会正在完成化学物禁用

立法的最后一步工作，该立法涉及到一些

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杀虫剂。非营利性组

织“非洲向疟疾开战”的主任Richard Tren

强调，非洲的许多国家正在有效和安全地

使用一些杀虫剂对付疟疾这种公共健康灾

难，这一禁令会促使这些国家放弃使用这

些杀虫剂。

他在2009年1月20日的温哥华报纸《省

报》（The Province）中写道：“这是环保

游说的胜利，是严谨科学的失败。明智的

立法应该在完善的科学证据的基础上评估

化学物对人类和环境所造成的风险。立法

者不能仅仅关心一种杀虫剂是否在试验

室条件下有危险性。更为重要的是如何

使用这种杀虫剂，以及里面的活性成分

是被怎样稀释的。”

像McElgunn那样的观察家却有另外

一种看法，她说：“即使采用了所有的科

学方法、获得了针对敏感效应终点的未

观察到副作用的水平，对毒性物质稀释

并不解决问题。其他人可能会指出，完

善的科学证据应该同时包括用于发现内

分泌影响和神经发育影响的低剂量测试

以及对这些物质的累积性评价，这种累

积可能会有类似的特性或产生类似的副

作用。”

Richel Carson没有摒弃使用化学产

品，只不过是摒弃对它们的滥用—她认

为政策制定者们要对合理使用化学产品

负责。但是，在履行这一职责时对科学

证据进行权衡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按Sarewitz的话说，政策制定者必须处

理棘手的现实问题，即在使用化学物质

上并非总能找到一个完美的方法，这就

是为什么确定和清除有毒物质是如此困

难。他说：“在确定我们该做什么这一

问题以及清除这些有毒物质的代价和结

果是什么这两方面，我们嘴上说起来这

项工作时倒是很轻松。”

-Tim Lougheed

译自 EHP 117:A104-A110 (2009)

当一种行为对环境或人类健康产生有害威胁时，应该采取预警

措施，即使在还没有充分建立科学的因果关系时。

-Wingspread会议上对预警原则的表述

1998年1月

加州的温室气体排放量(GHG)因占全

球的1.4%和美国的6.2% 而成为了全球气候

舞台的主角。在未来的数十年，如果当前

的科学预想被证实的话，则加州和世界其

他不少地区就会面临环境的间接影响——

表现为海平面上升、森林火灾、水资源短

缺及热浪加剧。这些变化又会消耗巨大的

公共卫生费用和造成其他经济的损失。为

此，加州采取了一项全面的计划——以前

所未有的规模和范围——到2020年大幅度

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长期目标是到2050

年达到排放量比1990年的排放水平低80%。

2008年12月11日，该州专门负责保护空

气质量的大气资源委员会（Air Resources 

Board，ARB）——加州环保局的一个部

门，部门，核准了“气候变化范围计划”

（Climate Change Scoping Plan）以减少该州

的碳排放。由ARB协同其他各部门的代表

共同拟定的这项计划，目的是在未来11年

内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降低到1990年的水

平，这就意味着削减当前正常排放水平的

15%左右。ARB的科学家预言这项计划的实

施将使该州温室气体年排放量减少1亿7千

4百万吨。推进该项计划是“2006全球变暖

对策法案”（Global Warming Solutions Act 

of 2006）AB 32条款的中心内容。

该计划的关键在于制定一个上限和交

易的办法，它将覆盖全国的85％的温室气

体排放量，同时给予企业财务补贴。通过

制定明确的、强制性的排放上限，该办法

可让市场本身来确定以最符合成本效益的

方式来实现这一限制。可交易的各次排放

量归总后计入上限所允许的排放量之中。

为补充上限与交易办法之不足，还将有一

个联合策略，包括技术-强迫执行标准、收

加利福尼亚
2020环保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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